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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架着双拐的人》是远藤周作创作的一部以战争创伤与救赎为主题的战争反思小说。 学界对《架着双拐的人》的

评论主要聚焦于对发动战争的军国主义领导层及国家的批判,却鲜少有人关注隐藏在创伤与救赎背后的关于个人战争责

任的思索。 作品把主人公当作日本战后时代的一个缩影,通过探寻复员兵加藤战争创伤的异化原因以及其无法获得救赎

的结局,影射出战后日本社会集体记忆的伦理困境。 在战后日本民众普遍将战争责任归咎于军国主义、淡化自身责任的

情况下,该作品对普通士兵乃至普通民众在战争中应承担的责任进行了反思。 《架着双拐的人》不仅拓宽了“远藤文学”

对战争责任追究的视野,还突破了战后日本作家仅将日本民众视为受害者的传统书写模式,展现出更为深刻的战争反思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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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战后,在探讨日本的战争责任时,日本作家普遍将责任归咎于日本军事领导层的错误

决策,而将普通民众描绘成战争的受害者。 他们创作的战争小说往往侧重于描述日本民众

所经历的战争创伤,却鲜少有人提及个人在战争中的责任,更不用说深入追究这些责任了。
在为数不多的日本人战后创作的战争小说中,远藤周作的《架着双拐的人》可谓独树一帜。
在这部小说中,远藤周作塑造了饱受战争创伤的加藤昌吉这一角色,通过深入探究加藤昌

吉无法摆脱战争创伤的根源,引发了对个人战争责任的深刻反思,促使日本民众审视自身

的战争责任。 《架着双拐的人》于 1958 年发表在《文学界》杂志上,小说描绘了侵华战争士

兵加藤昌吉因在战争中残忍杀害中国平民,导致战后出现精神创伤,表现为双腿麻痹,无法

正常行走,成为一个依靠双拐生活的人。 尽管神经科医生菅通过一系列精神疗法找到了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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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但最终仍未能治愈加藤昌吉。 故事的情节看似简单,却融入了战争创伤、战争救赎、疾
病叙事等丰富元素,成功塑造了日本战后具有代表性的战争创伤群体意象。

目前,国内外关于远藤周作《架着双拐的人》的研究相对有限,且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

个人战争创伤的探讨,认为作品深刻反映了战争对人类造成的双重创伤,并揭示了日本发

动侵略战争的本质(赵雪莲,2008:171)。 此外,部分研究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出发,审视作

家的战争反省意识,指出远藤周作对战争的侵略本质及责任有着冷静而客观的认识。 在描

写本国国民身心创伤的同时,他清晰地意识到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损失与苦难,展现出以受

害国为对象的明确反省意识,体现了其人道主义精神(曹炜蓉,2014:2)。 徐炜英在其博士

论文《后殖民视阈下的远藤周作早期文学研究》中,简单提到了《夹着双拐的人》的主题是

战后的日本、二战中国战场问题(徐炜英,2023:5),在论文论述中却有意识地忽略了,没有

展开详细的论述。
综上所述,过往的学术研究主要从战争反省的视角,对文本展开多方面的探讨与分析。

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对发动战争的军国主义领导层及国家的批判。 尽管已有研究提及日

本军国主义对民众的规训,但鲜有人关注作者在文本中对个人战争责任的思考。 同时,文
本中涉及的战争创伤及其救赎主题,也罕有学者进行深入探究。 以主人公加藤昌吉为代表

的日本人为何无法获得救赎,其原因尚未得到充分的阐释。 以战争创伤理论为切入点,深
入剖析文本中呈现的战争创伤与救赎主题,探究复员兵加藤昌吉战后难以摆脱战争创伤的

深层缘由,并进一步考察当时日本社会难以摆脱战争创伤的根源,有助于加深对远藤周作

个人战争责任的理解。

1　 战争创伤的异化

战争记忆的苦涩与创伤的难以摆脱,在远藤周作的文学世界中呈现出独特的叙事张

力。 作家将记忆主体聚焦于普通复员士兵这一特殊群体,通过身体书写的方式,揭示了战

争创伤的集体性和普遍性特征。 战争创伤在远藤周作《架着双拐的人》中呈现出独特的双

重性特征:既是个人化的痛苦体验,又具有集体性的历史维度。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在《写历史,写创伤》中说:“创伤是一种经验的断裂或停顿,这种

断裂或停顿使经验破碎,就有滞后效应。 书写创伤就是书写事后影响,我把它称为创伤写

作或者创伤后写作,或者从普遍意义上说,书写创伤是一种能指活动。 它意味着要复活创

伤经验,探寻创伤机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要分析并喊出过去,研制出与创伤经验、有限

事件及其不同组合中,以不同方式显示的象征性效应相一致的过程。” ( La
 

Capra,2001:
186)在《架着双拐的人》中,加藤内心的创伤发生了异化,影响了他的身体,导致他无法站

立,只能依靠双拐行走。 这正是心理创伤转化为身体创伤的典型例证。 远藤周作将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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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投射于平凡的学校办事员加藤昌吉,细腻地刻画了战争对加藤昌吉的深远影响,塑造

了其独特的战争创伤体验。 加藤昌吉两年前便在东京一所中学担任办事员,然而,他始终

未能摆脱战争带来的心理阴影。 半年前,他开始感到下肢麻痹无力,最终双腿僵直,无法站

立,只能依靠双拐行走。 精神科医生菅通过一系列精神分析,揭示了加藤昌吉双腿瘫痪的

深层原因:他在侵华战争期间,曾于中国华中某小村庄用刺刀杀害了一名青年,而当时那位

青年母亲充满憎恨的眼神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成为他挥之不去的心理负担。
身份认同是一个文化概念,“主要是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

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 (陶家俊,2004:465)。 个体

的伦理身份是对民族国家身份的重要感知方式,同时国家身份也反映在个人自我身份建构

之中(黄晖
 

等,2023:47)。 战后,日本复员兵在身份选择时面临着种种困难,无法确认自己

的身份,身份认同出现危机,这些问题无法解决时,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创伤。 这种身份认

同的危机直接给复员兵造成了严重的战争创伤,导致加藤成了一个架着双拐的人。 加藤昌

吉架着双拐的形象是广大复员兵群体的集体象征,大量的复员兵都处在身份认同危机之

中,无法走出战争的阴影。
除了加藤昌吉之外,文本中另一位饱受战争创伤的人物是神经科医生菅。 菅医生同样

参与过战争,并长期在痛苦与罪恶感中挣扎,这使他内心深处产生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
他感到自己孤军奋战毫无意义,这种无力感始终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远藤周作,2000:
17)。 显而易见,菅医生对战争罪恶有着深刻的认识,意识到自己在战争中的责任,而其他

人却缺乏这种意识。 这种状况也正是菅所处的日本社会的真实写照。 战败后的日本,普通

民众普遍缺乏战争责任意识,没有认真反思自己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更多的是因战败而

产生的对天皇的忏悔情绪。 这种对战争责任的认识,几乎成为战后初期日本民众的普遍心

态,与东久迩宫稔彦于 8 月 17 日组建战后首届皇族内阁时正式提出的“一亿人总忏悔”口

号形成了呼应。
创伤经历往往被意识所压抑,潜伏于潜意识的表层,持续干扰着受创者的生活。 它迫

使受创者反复出现某些反常行为,导致现实人际关系破裂,并促使他们摆脱对家庭或其他

社会共同体的依赖,从而打破既定社会关系中形成的自我认知。 要想真正走出创伤,受创

者必须将创伤记忆从潜意识层面提升至意识层面,将内在记忆转化为外在现实。
加藤对年长女性总是本能地怀有戒备心,却不明缘由。 此外,他常常陷入发呆的状态,

这表明战争创伤已严重影响了加藤的日常生活。 而医生菅则深受战争创伤的影响,内心始

终充斥着罪恶感和宿命论。 在他的意识深处,学生游行等活动被视为徒劳无益之举。 战争

时期的经历如同噩梦一般,时常萦绕在菅的心头。
无论是加藤还是菅,作为战争的参与者,他们都因战争创伤而使正常生活受到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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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扰乱或干扰。 远藤周作通过“架着双拐”这一核心意象,将个人创伤与集体记忆有

机融合。 主人公那句“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写照”(远藤周作,2000:184)的感叹,不仅是对

个体命运的概括,更是对战后日本世代的整体诊断。 小说揭示的深层问题是:当整个民族

都“靠在墙上”无法前行时,任何个体的救赎都注定是徒劳的。 这种文学呈现既符合创伤

理论关于“经验破碎”的论述,又超越了单纯的心理学分析,达到了对历史责任的深层伦理

拷问。

2　 战争创伤的无法救赎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使日本国民自

身陷入了难以愈合的创伤漩涡。 战后日本社会面临的核心课题之一,就是如何治愈这场战

争留下的心理与身体创伤。 随着《波茨坦宣言》的接受和文化管制的解除,日本文坛涌现

出一批以战争创伤为主题的作家,其中远藤周作在其代表作《架着双拐的人》中,通过医生

菅与患者加藤昌吉的治疗关系,深刻探讨了战争创伤的救赎可能。
创伤研究理论指出,心理层面的解脱是创伤愈合的关键环节。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提

出的“创伤发声”理论和朱迪斯·赫曼强调的“关系创建”理论(丁跃斌
 

等,2014:129),都
揭示了创伤叙述在治疗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当创伤记忆被压抑在潜意识中时,受害者需要

通过语言表达将其转化为可被处理的显性记忆,这一转化过程构成了创伤疗愈的基础

机制。
在小说中,医生菅采用系统的心理治疗方法对加藤昌吉进行治疗。 治疗过程呈现出明

显的阶段性特征:首先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追溯童年经历,继而美国心理学方法,让加

藤根据给出的人脸和风景图画进行联想,最终揭示出加藤双腿麻痹的深层原因———他在中

国战场杀害青年后,始终无法摆脱受害者母亲充满仇恨的眼神。 这一诊断过程完美诠释了

创伤理论中“将潜在记忆转化为现实诉说”的治疗路径。 然而,当治疗进入关键阶段时,传
统心理治疗方法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菅医生尝试了三种典型的解脱策略:战争责任

转移(那是命令)、集体罪恶稀释(不只你一个人)和时间消解论(忘掉它吧),但这些说辞不

仅无法说服加藤,就连医生自己也难以认同。
 

这种治疗困境折射出战争创伤的特殊性:当
个体暴力被制度性地组织化后,常规的心理治疗范式往往难以奏效。

值得注意的是,菅医生与加藤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创伤共同体”。 作为同样经历过战

争的军医,菅试图通过治愈加藤来实现自我救赎,这种治疗者又是被治疗者的双重身份影

射了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普遍处境。 小说细致描写了菅医生的治疗过程如何从专业诊疗

逐渐演变为两个创伤个体的精神对话,这种关系的转变暗示着战争创伤已经超越了单纯的

医学范畴,成为需要社会共同面对的精神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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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昌吉架着双拐的形象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这个意象不仅代表了个体的伤残,更
象征着整个日本民族在战后的精神困境。 远藤周作通过这个意象揭示了战争创伤的集体

性特征:当国家机器将暴力合法化后,每个参与者都成了施害者与受害者的矛盾统一体。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双拐”意象,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战后日本社会在道德与生存之间的艰

难平衡。
小说的结尾处,菅医生的独白“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形象” (远藤周作,2000:24)将个

人叙事升华为集体叙事。 这种将个体创伤经验普遍化的写作策略,使作品超越了单纯的战

争控诉,进而探讨了人类普遍的道德困境。 医生“不愿放弃”的坚持,既体现了战后日本知

识分子的道德担当,也暗示着创伤救赎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通过分析《架着双拐的人》中的创伤叙事,我们可以发现远藤周作对战争创伤本质的

深刻洞察:首先,战争创伤具有延宕性特征,其影响不会随着战争结束而消失;其次,制度性

暴力造成的创伤具有特殊的道德困境,传统的救赎方式往往失效;最后,创伤的彻底治愈需

要建立超越个体层面的社会对话机制。 这些认识对于理解战后日本文学中的战争叙事具

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当代创伤理论视野下重读这部作品,我们更能体会其前瞻性价值。
远藤周作通过文学想象预见了后来创伤研究证实的重要观点:创伤记忆的传递性、集体创

伤的社会建构性,以及叙述行为在创伤整合中的关键作用。 这使得《架着双拐的人》不仅

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更成为研究战争创伤的珍贵文本。

3　 战争创伤无法救赎之因

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

作品”(聂珍钊,2012:4),这一方法论要求我们必须在战后日本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解读《架

着双拐的人》中加藤昌吉的创伤困境。 通过还原 1945—1950 年的日本社会伦理环境,我们

可以清晰地看到加藤无法获得救赎的深层社会根源。
小说中医生菅的治疗失败绝非偶然,而是战后日本社会伦理困境的艺术再现。 当菅试

图用“那是命令,不是你的罪恶,而是战争的罪恶”来开导加藤时,这种说辞恰恰反映了战

后日本社会推卸个体责任的普遍心态。 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伦理逃避,在文本中具象化为医

生苍白无力的劝慰话语。
首先,日本战败后的特殊处理方式直接影响了小说人物的心理建构。 美国占领军保留

天皇制的政治决策,在文本中投射为加藤对战争责任的认知混乱。 正如小说描写的,加藤

既无法摆脱杀害中国青年的罪恶感,又找不到应该为此负责的主体———这种精神分裂般的

痛苦状态,正是“天皇免责”政策造成的伦理真空在个体心理上的具体呈现。 值得注意的

是,远藤周作特意设置“架着双拐”这一意象具有深刻的伦理隐喻。 加藤不仅身体上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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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拐行走,精神上也始终无法独自承担战争罪责———这形象地展现了在“一亿总忏悔”的

舆论氛围下,日本民众既无法真正忏悔,又不能完全解脱的伦理困境。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

“眼神”意象(中国母亲憎恨的眼神、加藤恐惧的眼神、医生困惑的眼神),构成了一个相互

凝视的伦理场域,暴露出战后日本社会无法正视历史的目光焦虑。
其次,战后日本政府推行的“一亿总忏悔”政策,在小说中转化为集体与个体之间的责

任博弈。 加藤的创伤本质上源于“集体犯罪与个体承担”的伦理悖论:当整个国家机器都

在逃避具体罪责时,个体士兵却要独自承受道德谴责。 这种荒诞性在文本中表现为———加

藤清楚地记得每一个犯罪细节(“青年母亲充满憎恨的眼神”),却找不到应该为此负责的

伦理主体。 小说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菅医生自己也是战争亲历者。 这个人物设置暗

示:在缺乏真诚忏悔的社会环境中,即便是作为治疗者的知识分子,也无力构建真正的救赎

话语。 当菅说“今天,我又没能治好加藤,也没能够治愈自己”时,这句话道出了整个战后

日本知识分子阶层的伦理困境。
最后,加藤的身份认同危机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 军国主义时期“为国而战”的伦理

教导与战后“侵略战争”的道德定性之间形成的巨大落差,在文本中表现为加藤既不能否

认自己的战争经历,又无法为之辩护的精神分裂状态。 这种“伦理错位”造成的创伤,远非

个人心理治疗所能解决。
远藤周作通过这个无法治愈的创伤故事,实际上构建了一个关于战后日本社会的伦理

寓言。 加藤永远架着的双拐,象征着日本民族始终未能真正面对的历史负担;而医生菅的

治疗失败,则预示着在缺乏真诚忏悔的社会语境下,任何形式的救赎都是空中楼阁。 这种

文学呈现超越了单纯的战争描写,达到了对民族伦理危机的深刻反思———只有当整个社会

建立起正确的战争责任认知,个体的创伤才可能真正愈合。 这正是《架着双拐的人》作为

战争文学杰作的独特伦理价值所在。

4　 战争责任的反思

战后日本社会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界定战争责任。 尽管当时许多作家都在探

讨这一问题,但他们的批判矛头主要指向军国主义政府,仅有少数作品涉及天皇的战争责

任,而对普通士兵及民众的战争责任则鲜有提及。 这种创作倾向的形成,与战后日本政府

推行的“一亿人总忏悔”政策密不可分。 该政策将天皇塑造为“宽宏大量的和平使者”,却
要求全体国民为“未能赢得圣战”向天皇谢罪(王希亮,2003:194)。 这种集体担责的论调

不仅模糊了战争的侵略性质,更导致战争责任问题被有意淡化。 事实上,这种政策导向使

得日本社会在战后初期就形成了一种扭曲的责任认知体系———将战争责任抽象化为全体

国民的共同过失,而非具体到个人和制度层面的真实问责。 这种“集体忏悔”的实质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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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稀释责任来消解责任”,最终导致无人真正需要为战争暴行负责的荒谬局面,最终“没有

人想要负责任,也没有人自己要求负责任”(约翰·W. 道尔,2008:479)。
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战后日本文学呈现出明显的“受害者叙事”特征。 作家们多聚

焦于战争给日本民众带来的创伤,如原子弹爆炸、东京大空袭等题材,却忽视了作为加害者

的责任。 这种叙事倾向与德国战后文学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更早开始系统反思普通人的加

害责任。 远藤周作的《架着双拐的人》则突破了这一局限,通过复员兵加藤昌吉的形象,深
刻探讨了普通士兵的战争责任问题。 加藤反复强调“是我干的,可那是命令” “我不愿意,
可那是命令”(远藤周作,2000:23)的辩解,生动展现了战后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责任推诿

心态。 这种“命令服从论”的心理机制,实际上延续了战时“绝对服从”的军国主义思维模

式。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医生菅设计的各种开脱说辞———“那不是你的罪恶” “大家都干

过”等———最终连他自己都无法说服,这一情节设置极具批判性地揭示了集体免责论的荒

谬性。 通过这种戏剧性的反讽,远藤周作实际上解构了当时日本社会盛行的“我们都是受

害者”的集体叙事。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随着日本知识界对战争责任问题的深入讨论,远藤周作在创作

上也呈现出新的思考维度。 他在谈及《海与毒药》时指出:“是以日本人没有罪恶意识为切

入点……在《海与毒药》之后自己心理上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史军,2008:99)这种思

考的深化在《架着双拐的人》中表现为对日本国民个人战争责任的严肃探讨。 小说通过加

藤无法治愈的心理创伤,以及那双象征精神瘫痪的拐杖,深刻揭示了在缺乏真诚忏悔的社

会环境中,个体救赎的不可能性。 这种身体残疾与精神瘫痪的对应关系,构成了远藤文学

中独特的隐喻系统。 正如评论家佐藤泰正所言,远藤周作在此展现的是“没有忏悔的创伤

只会导致更深的异化” (佐藤泰正,1995:72)这一存在主义命题。 加藤最终无法摆脱的心

理阴影,恰恰印证了一个人若不直面自身罪责,就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精神解放。
虽然小说中提及中国受害者的“憎恨眼神”,但远藤周作的叙事重心始终放在加害者

的心理创伤上。 这种叙事策略并非忽视受害者的苦难,而是通过加害者的精神困境,更深

刻地反思战争责任的伦理问题。 正如远藤周作所言,他关注的是“日本人没有罪恶意识”
这一深层文化心理。 在《架着双拐的人》中,这种思考进一步发展为对国民个人战争责任

的严肃拷问,体现了作家对战后日本社会集体回避战争责任现象的深刻批判。 值得注意的

是,远藤的这种创作立场与同时期欧洲思想家如雅斯贝尔斯关于“德国罪责问题”的论述

形成跨时空呼应。 雅斯贝尔斯曾区分四种罪责(刑法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和形而上学

罪责),而远藤通过文学形象探讨的正是后三种更为复杂的责任形态。 这种比较视角显示,
远藤周作的战争责任思考实际上达到了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深度。

从更广阔的历史维度看,《架着双拐的人》的文学价值在于它突破了战后日本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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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局限。 当大多数作家还在原爆文学或转向文学中徘徊时,远藤周作已经将笔触伸向更

为艰难的领域———普通人的加害者责任。 这种创作勇气使他的作品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今天重读这部作品,我们不仅能感受到文学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更能体会到一位有良知的

作家在集体失语时代发出的清醒声音。 这种文学勇气和道德担当,正是战后日本文学中最

珍贵的遗产。

5　 结语

《架着双拐的人》通过加藤昌吉无法治愈的战争创伤,不仅揭示了战后日本社会集体

记忆的伦理困境,更构建了一个关于战争责任的文化隐喻。 远藤周作以文学的方式告诉我

们:当历史创伤被简化为生理症状,当战争责任被消解为集体忏悔,最终沦为任何人都没有

责任之时,真正的救赎就永远无法实现。 加藤无法摆脱架着双拐的形象,正是战后日本民

族精神困境的绝妙象征———既无法直面历史罪责,又难以获得心灵解脱。
本研究为理解战后日本文学中的战争叙事提供了新的阐释视角,揭示了“受害者叙

事”背后的责任规避机制。 同时,本研究通过创伤理论与文学伦理学的交叉运用,为战争文

学研究开辟了方法论新路径,更重要的是,在当代东亚语境下,这项研究促使我们思考:如
何超越狭义民族主义的框架,建立基于历史真相的和解伦理。 远藤周作笔下那个永远无法

治愈的创伤故事,对今天仍然面临历史遗留问题的东亚各国,都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未来研究可在以下方向继续深入:其一,将远藤周作的战争文学置于更广阔的东亚战

后文学谱系中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不同国家 / 地区文学如日本本土与韩国乃至冲绳对战争

创伤的表述差异;其二,结合新兴的记忆研究理论,分析文学作品如何参与塑造集体记忆;
其三,探讨远藤文学中的宗教维度与其战争责任思考的内在关联。 这些研究方向不仅能够

丰富对远藤周作文学的理解,也将为构建东亚共同的历史认知提供宝贵的文学参照。
正如医生菅在小说结尾的独白所示:“今天我又没能把加藤治好。 也没能够把我自己

治好。 可是我还是不死心。”(远藤周作,2000:24)这句话或许可以成为我们对待历史创伤

的态度注脚———既不回避痛苦的过去,也不放弃和解的可能。 在这个意义上,远藤周作文

学,在向我们诉说关于战争记忆、战争责任与战后救赎的永恒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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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研究”专题导言

　 　 在中国故事的域外传播中,文化主客体间的对话、碰撞与交融,构筑起跨文化、跨文明

交流的重要纽带,不仅推动中华文化自身的创新发展,更在双向互动中积极重塑世界对中

国的认知与理解,成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当承载

着中华文化的饮食风物、古典叙事、诗坛气象走进异域语境,中国故事便不再是单一形式的

文化叙事,其意义在翻译转化、文学重构与文化传播中持续生成,并由此展开世界范围内的

多向度对话。 本专题以“中国故事国际传播”为主题,通过三篇兼具学理深度与现实观照

的论文,聚焦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多样形态与深层逻辑,揭示中国故事对外翻译与传播的

多元途径。
  

中国饮食文化是中国故事中鲜活的“风味”载体,风味的跨语际传递往往伴随地域文

化形象的再建构。 邵璐和万海艳的《饮食翻译与地域文化形象重塑———以〈钟鼓楼〉英译

为例》一文,融合翻译学与形象学视角,分析文学翻译中饮食细节的调整与转化,探讨文学

翻译如何传递饮食语言背后的地域特质与文化内涵,呈现中国当代文学外译中地域文化形

象的重塑过程与传播样态。 文学经典是承载中国故事的重要文本形式,其在异域的改编与

诠释,彰显着文化对话与文明交流互鉴的可能性。 肖娴的《从“中国故事”到英国文学———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西传》聚焦明代经典小说的跨文化流转与域外吸收,剖析中国“知音”
故事在译介与改写过程中如何突破文化与文类壁垒,融入英国文学创作语境,成为中外文

学交流中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展现中国故事的跨文化适配力与文学感染力。 诗歌是中

国故事里的诗意声音,也是回响民族心灵的语言密码,朦胧诗派的译介传播是推动中国文

学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 葛文峰的《香港〈译丛〉与朦胧诗派的对外译介传播》一文,以兼

具地域优势与国际视野的文学译介期刊《译丛》(Renditions)及单行译本丛书为切入点,探
索该期刊在朦胧诗派对外传播中的媒介角色与实践路径,探讨其如何搭建起朦胧诗派与世

界文坛对话的平台,助力中国当代诗歌独特风貌与美学内核的国际传播。
  

从饮食风味到文学经典,从传统叙事到当代诗坛,本专题所刊载的三篇论文,既关注具

体文化载体的翻译传播实践,也深入挖掘其海外传播逻辑与价值内核。 期待通过这些探

讨,为新时代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提供学理参考,并为面向海外受众的文学译介与传播实

践提供经验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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